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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建构的“恐惧记忆”

——来自在沪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分析

[日]中村贵
1

【摘要】2012 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涉日游行对在沪日本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感到恐惧”是

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主导叙事,他们的“恐惧记忆”主要是对“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的心

理反应，继而将它变为了身体记忆。而曰媒“刺激性”、“偏见性”的相关报道，更使得“在日日

本人”容易感到恐惧。"在日日本人”的“恐惧记忆”是通过日媒报道而被建构的，在某种意义

上它是“想象中的恐惧”。可见，对该事件的“恐惧”既有“身体记忆的恐惧”也有“想象中的

恐惧”。而在沪日本人则对该事件则保持冷静的态度，并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他们对该

事件的叙述，可以发现生活在两国之间的“交叉性”群体的存在，他们对同样处境的群体表示同

情，强调中日两国间“一衣带水”的关系，希望两国友好。事实上，这也是通过长期在沪生活并

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接触中国人的经验后发出来的“声音”。

【关键词】在沪日本人；涉日游行;“恐惧记忆”；口述史方法

作为“方法”的口述史主要关注普通人对历史事件的经历与记忆，从而掲示其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2

在沪日本人是构成在沪外国人的重要群体之一，并且从近代至今有着较长在沪生活的历史。2012 年发生的

涉日游行事对在沪日本人而言，不仅使个人而且使群体，都受到巨大影响。那么，他们当时如何看待此事

件，经历了怎样的生活体验。本文主要探讨在沪日本人对 2012 年涉日游行的生活体验,尤其是通过口述史

方法倾听“默默无闻的声音”，从而阐明他们对该事件的生活体验背后的复杂心态。

一现代在沪日本人概况

对于近代上海日本侨民的整体史研究，学界已经有一定的积累。
3
然而，较少受到关注的是，就一般的

现代在沪日本人个体而言，他们在上海这一座国际城市的空间里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对上海的印象如何？他

们的“上海体验”又是怎样的呢?
4
为此，笔者主要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关注改革开放至今代在沪日本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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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方法”的口述史与所谓历史学的口述史有所不同，探讨的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通过个人

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记忆构成的“主观性事实”。请参阅中村贵：《追寻主观性事实：口述史在现代民俗学

应用的方法与思考》，《文化遗产》2016 年第 6 期。
3
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陈祖恩：《寻访东洋人：

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年；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年；徐静波：《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3 年；[日]高纲博文著、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4
对于现代在沪日本人研究,例如王佳蕾在《日本旅居者在上海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

学,2009 年）中，通过访谈和研究量表，分析了来沪日本人（留学生和外派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及其影

响。[日]崛内弘司在《和侨（日本侨民）在中国——他的跨国工作与生活》（《中国で生きる和僑たち一そ

の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なビジネス•生活一》，神奈川：樱美林大学北东亚洲综合研究所，2015 年）中，通

过民族志的方法,阐明了在华 70 后的日侨的人生经历、以及三种创业模式,其中包括在沪上海人的情况。[日]



2

活史。同时，为了区别于近代定居于上海的日本人即上海日侨，本文使用现代在沪日工人旨在强调这是一

个在两国间频繁往返的群体。他们从中日两国恢复建交（1972 年）、中日 K+友好条约（1978 年）之后逐

渐来到上海。80 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在上海参与建设大型工厂项目、发?t 篇三..及零售等行业。到了 90

年代，伴随着日企纷纷来沪开公司，公司派遣的员工及其家属也来到上海居住，居住地主要为长宁区古北

地区与浦东新区。

据统计，在沪日本人人口 2000 年为 8370 人,后来每年不断増加,到 2007 年达到 47794 人，当时上与超

过美国纽约市，成为世界城市中日本人最多的城市。此后，虽然受到两国之间政治的影响，在沪日本人有

所減少,但是，2010 年代也依然有 4-5 万的日本人在沪生活。
1

2

笔者自 2009 年起居住在上海，在此期间接触到不少长期居住于上海的日本人，并对他们的“当下的日

常生活”产生极大兴趣。在上海，这些日本人组建或经营的有上海日本工商俱乐部、县人会（同乡会）、

各类兴趣社团、日文杂志、日式餐厅、日本超市等等,而且这些群体已相对稳定。但是,他们仍然容易受到

母国（homecountry)与所在国（hostcountry)间政治的影响。特別是这几年中日两国关系并不稳定，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上海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是怎么想的？

本文以 2012 年涉日游行为案例，主要探讨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体验及记忆。本文的关注点并不在于

该事件本身，而在于他们对该事件的看法。換言之，即在该事件背后隐藏在沪日本人心中的与记忆。

二在沪日本人与 2012 年涉日游行

(一)2012 年涉日游行概况

石弓子在《在上海工作的日本女性的现状与意识一基于问卷调査的分析》（《上海で働く日本人女性の現状

と意識——アンケート調査.ニもこづく考察——>，《大妻比较文化》12 号，2011 年）中，依靠访谈与问

卷调査，以在上海工作的日本女性为研究対象，论述了她们的来历、生活、工作、“上海体验”等。总之，

目前现代在沪日本人的研究并不多,且关于现代在沪日本人的当下的、个体的、生活体验，尽管有些学者提

出自己的观点，然而还停留在理论性研究，通过深度访谈，从个体的生活经验回到现代在沪日本人及其社

会的研究并不多见。
1请参阅日本外务省领事局政策课编：《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査统计》(平成 28年【2016年】要约版、平成 27
年【2015年】版)在留邦人”指的是在国外居住三个月以上的日本人。根据该调査统计,对于在沪日本人的

具体数字（“上海在留长期滞在者数”、是 2010年 50430人、2011年 56481人、2012年 57458人、2013年
47725人、2014年 47423人、2015年 45941人。
2本表根据日本外务省领事局政策课编写的《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由笔者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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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在中国各地爆发了涉日游行。这次游行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方对钓鱼岛（日文名：尖阁

诸岛）的“购岛”、“国有化”等极端行为。由此,少数中国市民在日领馆、日资企业附近聚集进行亍威活

动，并且出现了打砸行为，如日系车、日式餐厅被砸被烧等等。

涉日游行时，中国媒体上対日方的购岛等行为有大量的特别报道，如“日方不要作出错误的決定.(《文

汇报》2012 年 9 月 H)日版）、“日方不应躲避非法‘购岛’责任”（《新民晚报》2012 年 9 月 18日）等，

严厉批评并坚决反对日方所采取的措施。而日媒也对这次游行有不少报道，如“中国 50 多个城市友生涉日

示威”（《NHK 环球广播网》2012 年 9 月 15 日版）、“中国涉日游行纵火、抢夺——最大规模扩ス五十座

城市”（《毎日新闻》2012 年 9 月 16 日版）等等。日媒报道的主要内容是除了在日本使馆、日企工厂以

及商场外面的示威活动外，较多的是日系车被掀翻、日系超市商场打破玻璃窗、抢夺商品、纵火焚巧等损

失状況。这些行为虽然发生在少数地区,然而这些“刺激性”、“片面性”的报道与画面,给日本民众心中

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在这样容易“情緒化”的状况下，在中国的日本人和在日本的华人就成为了“弱势群体”。虽然这起

事件并非是对他们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战争或灾害，但是对这些“弱势群体”来说，也是一难

以忘怀的体验。那么，当时的在沪日本人都经历了怎样的体验？下面即依靠口述史方法来了解他广的生活

体验以及在这些生活体验背后的心态。

(二）“默默无闻的声音”——在沪日本人对这次涉日游行的叙述1

在该事件发生时，两国媒体报道了示威活动的具体状況及两国间的政治矛盾，专家学者们纷纷讨论该

事件背后的原因，但在当吋，媒体上几乎没有在华日本人和在日华人的“声音”。当然，媒体报道以事件

本身的内容为主，这些“声音”也许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

在上海的日本使馆和古北社区（日本人主要居住区），也多次发生了涉日游行。日本外务省和使馆在

网站发布警讯，呼吁在沪日本人不要接近游行队伍，也不要做出太招摇的举动，以确保自身安全。有的日

企不让日本员工外出工作，在沪日本人举办的各种社团活动也被取消等等。也就是说,两国政治上的问题，

直接影响到了在沪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对在沪日本人而言，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群体来说.都是一种难

以忘怀的体验。

对于事件的记忆，日本学者小关隆指出：“人们从过去发生的无数事件中，基于现在的想象カ对特定

的事件进行选择、喚起，并通过表象化的操作重新建构的行为。记忆不单纯是过去事件的储藏库，它是记

忆主体针对自身所处状况唤起特定的过去事件并赋予意义的主体行为。”
2
我们无法记住过去发生的所有事

情,只能对特定事件进行选择性记忆，而记忆往往又是以现在为起点来唤起过去的事情，它会受到现实生活

经历的影响，因此记忆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1对于在沪日本人的叙述,是笔者于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8月之间进行采访的。这是研究课题《现代上海日

侨生活史研究》（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015M581554)的阶段性成果。由于个人隐私的问题，只在文章里简介他们的个人信息。
2[日]阿部安成、小关隆、见市雅俊、光永雅明、森村敏己编：《记忆之相——纪念的文化史》（《记忆のかた

ちーコメモレイシヨンの文化史》）东京：柏树房，1999年，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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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事实上记忆研究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记忆的真实性，而在于记忆的产程以及记

忆对特定群体的意义，即“记忆和记忆的主体，即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人们所属的社会集团巨我认同有着本

质的联系。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所属社会集団和其影响，因此，记忆不是一种单纯个人的行为。”
1

对这次涉日游行，每个在沪日本人都有自己的体验及记忆，这些个体记忆同时也是作为“弱势群体”

力在沪日本人的记忆。作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笔者仅能从有限的资料中来探

寻这种声音。其中有一本名为《在华日本人 108 人:即便如此我们仍住在中国的理由》（《在中日本人 108

人のそれでも私たちが中国に住む理由》）的日文书，作者对 108 位住在上海的日本员工进行了调查并做

了详实的数据统计。

1[日]阿部安成、小关隆、见市雅俊、光永雅明、森村敏己编：《记忆之相——纪念的文化史》（《记忆のかた

ちーコメモレイシヨンの文化史》）东京：柏树房，1999年，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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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上表 1与 2显示，游行发生时七成以上的在沪日本人感到恐惧,同时约有八成的人或多或少感受到一种“反日情緒”。那

么具体而言,这些在沪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何体验,又有何感想。为此,笔者访谈了一些在沪日本人。

1. A 女士的叙述——一个典型的叙述

A女士 2011 年来到上海，原来在日本小餐厅工作了二十多年。辞职后，她来上海学习汉语，现在在高校学习汉语。她的叙

述代表着在沪日本人对这次游行的典型反应。

问：（笔者，以下同）发生了示威活动时，感觉怎么样？

答：那时很恐惧啊(划线为笔者添加，以下同）在课堂上，语言老师没说什么（没有谈到游行之事），同班的各国留学生很

担心我，他们说没事吧等等。我感觉有点高兴，因为在日本无法体验这种“海外世界”（外国人担心与安慰自己等事情），哈

哈。那时日本使馆通知了我们，不要坐公交车、尽量避免外出等，日企也放假，在地铁、公交车上几乎看不到日本人。

问：游行发生的那一天，您在做什么？是否有直接影响？

答:跟平时一样去学校上课,跟平时一样回家了，但是晚上不出门了。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听说，在日本使馆那边有了影响,

但是那时我住在离使馆远点的地方（因此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从自称“来自乡下”的 A 女士眼里,上海是一座“炫酷”城市，

通过跟各国留学生和其他在沪日本人间的交流,她享受上海的留学生活。通过日本使馆的通知、各国留学生的提醒，她知道了这

次游行的具体情况，并且虽然她不在游行发生的现场,也没受到直接影响，然而“在场”(在游行发生的城市里）感觉到恐惧。

这是她的亲身经历，这也是大多数在沪日本人所有的感受(请参见如上表 1):

2. B 先生的叙述——“土著派”的叙述
2

B 先生 2001 年来到上海，之前在日本从事媒体工作，现在是日语外教：他从 2001 年开始就住在上海，配偶是上海人，是一

位“土著派”的在沪日本人。他主要叙述了上海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问：每周都有游行吗？

答：那只是两三周吧，游行高潮时，每周末都有的，周六周日。

问：您在上海生活,担心“反日情绪”吗？

答:不介意，因为平时完全感觉不到这种情绪，或者说是没有。之前日本在上海不是说没做过坏事，但几乎没有做过大坏事。

你看，现在 10 万人以上的日本人住在上海，因而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还是有人际交流的。

1在文章中引用的图表均来源于在中日本人 108人计划編：《在华日本人 108人:即便如此我们仍住在中国的理由》（《在中日本人

人のそれでも私たちが中国に住む理由》），东京：阪急 Communications,2013年,第 60—61页。笔者略作修改。
2在近代上海日侨研究中,上海日侨分为两派,一是“会社派”，一是“土著派”。“会社派”是日本公司派遣过来的员工，较多的是

中上阶层。他们“因公司经营方针和任期长短的限制，上海只是人生的中转站”“土著派”是自己经营中小企业、商店、饮食业

等的人大多数是中下阶层。他们把上海作为“自身事业发展的永居地”。（请参阅陈祖恩:《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上海:上海锦

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第 18—19页。）本文所说的“土著派”,不分社会阶层、公司员工与自营之別，只是长期住在上海的日

本人。日本外务省所说“在留邦人”（即长期住在外国的日本人）的标准是居住日期三个月以上的日本人。这个标准是由于行政

管理上的方便划定的。因此，对于“长期”和“土著派”的定义,笔者还在考虑当中，以后还要划定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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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于长期住在上海，已经适应了当地生活。因此，可以说“感觉不到涉日情緒”是他的真实的生活体验之一。尽管“日

本在上海不是说没做过坏事，但几乎没有做过大坏事”并不符合史实（在 1932 年和 1937 年分别发生过“一•二八事变"和“八•

一三事变”），但是他想要强调的是中日两国、上海和日本之间的交流。据统计,在沪日本人人数大约是 5万，再加上游客和短

期访问（3 个月以内）的日本人，共计有 5万以上的日本人在上海，他们平时在工作上、生活上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因此，他比

较了解在具有“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里的两国人之间的交流。再者，他对这次游行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

离。这是因为他本人是从初中开始对中国、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知中派”，并适应了上海的当地生活。

3.C 先生的叙述——批评日媒与强调中日友好

C先生 70 年代第一次来上海，最初是日本公司派遣的员工，后来在上海日企工作，现在是一家日企的总经理。他根据亲身

经历来叙述这次游行的感受，主要谈到日媒对这次游行的报道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问：您在上海有没有感觉到两国政治的微妙変化？

答：在工作层面上，我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没什么变化。但是，日本媒体是混蛋，他们那时报道了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

的信息。因此，导致日本人渐渐地倾向于“反中”、“嫌中”。

答:有位日本记者给我打了电话，问我“C先生，您的（中国）员工怎样骚动？"我不懂他的意思，“问什么？”他说“贵公

司有不少中国员工对吧？”是的，我的公司九成以上是中国员工，他问我，“他们对这件事件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呀，

跟平时一祥，日本客户来我公司，谈生意啊。不过，那位记者不相信我的话,他认为中国发生了骚动，认为我肯定是隐瞒了真相。

根据 C先生的叙述，在上海发生两国间的“敏感”事件，两国人之间的关系跟平时一祥，并无多大变化。很多在沪日本人

也持有这一看法(请参见图表 3)。再者,他严厉批评日媒对这次游行的“带有真假的”报道，并透露了接受在日媒体记者的带有

偏见性的询问。

C于这次游行的日媒报道，除了他以外，其他在沪日本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A女士说:“这次日媒报道很有问题；

其实,在日本大家都不知道大连、青岛、上海在哪里，因此（看到日媒的报道后）觉得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激烈的涉日游行。我在

上海很安全啊,不过，没来过中国的人不知道：据数据显示，九成以上的在沪日本人也认为日媒报道与实际情况之间有差距(请

参见图表 4)。

问：记者认为中国员工骚动，而您把这件事隐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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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公司的员工都会说日语,做与日本相关的工作、我公司用的是日本客户的钱以维持运营。中国员工都知道这件

事（公司的情况与自己情况）。不仅对我公司的员工，对所有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来说，“涉日游行”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

情。怎么说呢，我感觉很丢脸,也许他们那时感觉脸上无光。事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政治是政治。

问：事件发生当天，您跟平时一样工作吗？

答：当然，当然，那时员工没有请假的，大家都在工作，客户也来公司谈生意。现在中国有 10 万人以上的日本人，对吧。

所以，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衣带水”，从古至今两国是邻国关系，两国要密切地携手发展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C先生叙述自己的亲身经验同时还关怀着另一个“弱势群体”，即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面临两国的紧张

关系，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在对方国家的自国人（在日中国人和在中日本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弱势群体”，也

是两国间的“桥梁”。我们要倾听这些“默默无闻”的声音，要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其背后的心意现象^由于长期住在上海,

与跟中国员工有着频繁的交流，C先生能理解游行发生时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的心态，并盼望恢复“一衣帯水”的中日关系

4.D 女士的叙述——为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D女士 2009 年来到上海，以前在日本高中任教师，一直对日语教育感兴趣，由此来上海教日语。现在是日语外教。她主要

谈到对这次游行的感受以及其对日语系的中国同学们的关心。

问：游行发生的那天，您在干什么？有课吗？

答:那个，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苏州。对于该事件，通过各种渠道，有所了解，感到恐惧。听我的日本同事（外救）说，在

苏州买水果时，当地人跟他（或她）说“你是日本人吧，你们干这种事情”等等。

通过媒体、传闻等渠道接触这件事件,D 女士的第一感受就是恐惧。这是跟其他在沪日本人同样的反应。接下来，她叙述在

政治影响下的日语教学与她的中国学生的事情。

问：今后可能会有发生类似事情，如果再次发生，您怎么看待？

答：由于政治影响不得不回国，那我就没办法了。但是，怎么说呢，并不是所有中国人是反日的，也有不少喜欢日本、日

语的。

答: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学习日语的中国人也很难受，或很复杂吧：当时我非常担心日语系的同学们的心情，他们是怎么

想的?例如，他们在家里，家人谈到这件事时，会说什么呢？也许有的同学被问“你为什么学习日语呢?”也许有学生本身也对

选择学习日语感觉困惑。不过，那时他们像平时一样学习。

D女士认为，个人无法避免政治影响。但她自己想要继续教授日语。另外，对于涉日游行,她很关心日语系的中国同学们的

心情,这种态度是和 C 先生一样的，因为她在课堂上每天接触中国同学，所以能感受到他们微妙的心理变化。可以说,通过日语

教学接触中国同学，她承担了中日交流的一部分，扮演着中日两国间的“桥梁”角色。

总之，他们的以上叙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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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两国间的“敏感”事件，在媒体上有大量的“刺激性”报道，这容易令人“情绪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冷

静的态度看待这起事件。从他们的叙述来看，他们对这起事件的态度,取决于他们适应并了解当地社会。同吋，他们有一个明显

的倾向，即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如“政治是政治”之类的叙述）。从 C 先生和 D 女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在日企

工作的中国员工与在日语系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情況表示担忧、同情。这说明中日之间存在“交叉性群体”（如住在上海的日本

人、在日企工作的中国人等）。并且，他们因具有“共同身份”(受到两国间的政治影响），所以可以了解对方情況。

三日媒报道与“在日日本人”

如上所迷，在 A 女士与 C先生的叙述中，他们都提到了日媒的“偏见性”报道。而问卷调査（表 4也显示出，绝大多数的

在沪日本人也认识到日媒报道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那么，直接受到日媒影响的“在日日本人”对涉日游行有何反应，对中

国、中国人有怎样的印象。现代社会受到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使得不少日本人只是通过被媒体的表象化的信息“知道”中国

与中国人。

以下内容是笔者 2016 年夏天在日本某大学讲座（题目：“在沪日本人社会史”)时,授课学生提交作业的一部分(作业名称:

“上课前后的‘上海印象’”，笔者在课堂上简介在沪日本人对涉日游行的经验性叙述）。

例如，“（我的）祖母是华人,我一直跟中国人有交流，因而对中国没有不好的印象。（中略）很多时候我都会跟朋友说‘并

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反日的,他们却说‘你看媒体报道，都这么说（中国人都是反日的）了嘛’他们都不相信我的话：”对他们

而言,媒体报道中的“现实”即是全部的事实，甚至可以说媒体中的信息“比现实更真实”。

有一项问卷调查（“第 12 回日中共同世论调查”2016 年)显示，对于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问题，九成以上(94.2%)日本人的

答案是日本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中，电视台的报道占了 75.1%。
1
可见，大多数“在日日本人”认识中国的主要来源是日本媒

体，因而他们的“中国”、“中国人”印象受到不少日媒报道的影响：当然,在涉日游行的报道中，也有的日本人意识到日媒的

“偏见性”报道。具体如下：

“上课前，在我的印象中，上海只是一座发生涉日游行的城市。但是，这种印象并不是自己去上海后的感受，而是通过日

媒报道、被建构的印象。”

“（发生游行时）日媒纷纷报道了涉日游行。没有中国朋友的我，自然而然对中国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中略）媒体的确报

道了事实，不过好像他们以编辑信息的方式，操控了我们（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

他们各自认为中国或上海的负面印象是被媒体塑造出来的。大众传媒的大量信息真假混杂，因此人们需要自己培养媒体素

养（MediaLiteracy 即选择性、批判性“解读”信息的能力）。此外，被媒体塑造的负面印象往往是通过面対面地实际交往,继

而逐渐被消解、或者转为正面印象的。例如，

“进大学后，我开始打工，打工的地方也有中国留学生。刚见到他（或她）时，对他（或她）有点不好的印象。但是，跟

他（或她）聊天时感觉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冷漠，这是让我很惊讶的。”

“改变中国（上海）的印象，是跟进到大学后开始打工有关的。有个中国留学生，他很用功、很温和。来中国顾客时,他会

主动去接他们、帮我们的忙。我和他年龄相近,他经常跟我讲自己家乡的事情。”

1《第 12回日中共同世论调査》（2016年），来源：《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言论 NPO》，
http://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6368.html.2016年 9月 2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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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调查问卷还显示，去过中国的日本人（15.6%)、认识中国人或有中国朋友的日本人（19.6%)比例虽不高，但是通过面

对面的交流（现在约 70万华人在日本，约 13 万日本人在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双方的“误解”继而改善互相的印象。

总之，当今“在日日本人”主要通过日媒的报道来了解“中国”、“中国人”。因此，日媒对涉日游行的"刺激性”、“偏

见性”的相关报道，使得“在日日本人”容易感到恐惧。虽然不少人了解到这些报道带有偏见性，但随着媒体的大肆报道，他

们对"中国”、“中国人”的亲近感也迅速下降。"在日日本人”的“恐惧”为日媒报道所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想象中的

恐惧”。但是，通过实际交注、培育媒体素养以及用博客、互联网等“自媒体”发出自己的经验性叙述的声音,这些被建构的负

面印象将得到逐步的消解。

结论

对在上海的日本人而言,2012 年发生的涉日游行是一件使得他们感到“恐惧”的事件他们的-恐呉”主要是通过亲身经历而

产生的身体记忆。而“在日日本人”的“恐惧”则是由于日媒“片面性”报道而被建构的“想象中的恐惧”。

此外，通过在沪日本人对该事件的叙述，可以发现他们对该事件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同时，还可以发现生活在两国之间的“交

叉性”群体的存在。而且，他们往往对身处同样处境的群体（如日企的中国员工、日语系的中国同学等）表示同情,甚至有人强

调中日两国间“一衣帯水”的关系，希望两国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夹在两国间的在沪日本人与“在日日本人”因为媒体的介入而产生了“距离”。也就是说,在沪日本人通过

亲身经历来了解中国、中国人，而大多数“在日日本人”则通过大众媒体了解中国、中国人，由此两者対“中国”、“中国人”

的观点迥然不同。例如，笔者在沪过得平静安逸，然而每次回国经常被问“你在中国生活有遇到什么危险吗?”这个提问说明了

在沪日本人与“在日日本人”在“中国”、“中国人”认识上的差距。遇到这类事情，在沪日本人虽然是日本人的身份,但不少

人感觉到了自己与“在日日本人”之间的“距离”。可见，此时他们已经是带有了“他者性”的群体，可称为日本人中的“内

在的他者”。

那么，在沪日本人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建构自我认同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如何维持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塑

造“在沪日本人”的群体及其意识的，他们夹在两国之间的生活世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笔者今后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探索。


